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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执行： 一个基于情境理性的
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分析框架

徐建牛　 施高键

【摘要】从“情境理性”的视角出发，论文提出“相机执行”这一概念作
为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的分析框架。作为上级政府的代理人和追求自身利益的行
动者，基层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会根据利益契合度和执行压力的不同，对上
级政策采取不同的执行策略。通过对“三块地”试点改革的比较案例研究发现，
基层政府在政策执行中表现出明显的相机执行特征；利益的相对独立化为基层
政府策略性地执行上级政策提供了行为激励，是相机执行的微观基础；“决策删
减—执行协商”的政策运作模式，为基层政府在政策转译和政策实践中的相机
执行提供了行动空间；科层结构的内部分化和社会利益的未组织化为基层政府
相机执行提供了组织条件。加强科层组织的内部协调、提高社会利益的组织化
程度是提高政策执行力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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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政策执行中的一种常见现象，也是学界关注的一
个热点问题。学者提出了“变通”（王汉生等，１９９７）、“共谋”（周雪光，
２００８）、“谈判” （周雪光、练宏，２０１１）、 “申诉” （吕方，２０１３）、 “应对”
（艾云，２０１１）、“选择性执行”（ＯＢｒｉｅｎ ＆ Ｌｉ，１９９９）、“象征性执行”（李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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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２０１２）、“选择性应付”（杨爱平、余雁鸿，２０１２）、“波动性执行”（陈家
建、张琼文，２０１５）等一系列概念，用以概括基层政府在政策执行中采取的种
种策略性行为。

为什么政策会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走样？对此，学界大体有四种不同的
解释：有学者（Ｍａｔｌａｎｄ，１９９５）认为是政策本身存在缺陷和问题，导致政策难
以直接付诸实施，基层政府对这类政策进行合理化调整，从而导致政策的实施
结果背离出台政策的初衷；有学者（王汉生等，１９９７）认为是基层政府利益独
立化的结果，对可能导致自身收益减少的上级政策，基层政府会与相关行动主
体展开博弈，在体制允许的范围内，象征性、有选择性地执行政策，甚至部分
修正政策或者拒绝执行，由此导致政策截留、政策敷衍、政策替代以及政策附
加等各种形式的偏差（陶郁等，２０１６）；有学者把它归因于“压力型体制”（吴
少微、杨忠，２０１７）、“科层结构的分化”（陈家建等，２０１３）和府际关系（殷
华方等，２００７）等宏观结构性因素，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委托—代理链条过长导
致监管软化，进而导致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走样；还有学者（陈那波、
蔡荣，２０１７；李迎生等，２０１７；吕方，２０１３；Ｐａｌａｎｉｔｈｕｒａｉ，２００５）认识到地方
情境对政策执行的影响，当政策执行与地方情境出现冲突时，政策执行就会遭
遇阻力，地方情境通过“教化”政策执行主体遵循地方规范，进而约制执行主
体的相关决策，致使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走样。

上述研究深化了我们对政策执行中基层政府行为的认识，但目前该领域仍
有进一步推进的余地。第一，整体而言，目前对政策执行中地方政府行为的研
究还主要停留在局部研究阶段，存在“盲人摸象”“标签泛滥”（Ｂａｕｍ ＆
Ｓｈｅｖｃｈｅｎｋｏ，１９９９）的状况。在政策执行中，基层政府有哪些常用的策略选择，
这些不同的策略选择是如何与不同的执行情境对应的，影响执行情境的核心因
素有哪些，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深化。第二，已经有学者把政策执
行置于政府科层结构中进行考察，发现不同层级政府部门间的纵向“共谋”（周
雪光，２００８）、“谈判”（周雪光、练宏，２０１１）、“申诉”（吕方，２０１３），以及
同级政府下设的不同部门之间的“横向分化”（陈家建等，２０１３）对政策执行
的影响。事实上，我国不少政策是由中央部委发起，最终由基层同类部门主导
执行。对作为政策执行者的基层政府部门来说，其行为不仅受上级同类部门
（条条）的影响，更受上级地方政府（块块）的左右。已有的研究成果对上级
同类部门和地方政府对政策执行主体的影响还缺乏足够的关注。

从“情境理性”（Ｎｅｅ，１９９８）的视角出发，在回顾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本文提出了“相机执行”这一概念作为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的分析框架。在
该框架中，作为上级政府的代理人和追求自身利益的行动者，基层政府会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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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自身利益契合度的高低，以及执行压力的大小，策略性地相机执行上级
政策。然后，通过对“三块地”试点改革中两个区县的比较案例研究，初步验
证了这一框架。在此基础上，试图对“相机执行”的社会过程和组织基础做出
诠释，发现利益的独立化以及自由裁量权的扩张为基层政府相机执行上级政策
提供了行为激励和行动空间；科层结构的内部分化和社会利益的未组织化则构
成相机执行的组织制度基础。本文的贡献在于为观察转型期纷繁复杂的政策执
行现象构建了一个本土化的类型学框架，并在实证调研的基础上对这一框架做
出了初步验证，着重剖析了执行压力大而利益契合度低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
现偏差走样的微观基础、社会过程和组织条件，对如何通过组织制度设计提高
政策执行力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所用资料来自对两个区县的跟踪调查。“三块地”改革涉及的行动主体
包括原国土资源部（下文简称“国土部”），省市、区县、镇街等多个层级的地
方政府，以及村居两委和村居居民等。笔者从不同行动者的目标、资源和策略
互动出发，围绕着“三块地”改革的缘起、过程和结果，运用参与观察法、深
度访谈法、集体座谈法等方法，收集了大量资料。收集的一手资料包括访谈记
录和田野笔记，二手资料包括政策文件、工作总结、汇报材料、领导发言等文
本材料。其中，对国土部和省市政府，主要通过政策文件、领导发言和工作总
结等二手资料，了解他们在“三块地”改革中的目标取向。对区县和镇街两级
政府、村居两委和村居居民（社员），主要通过深度访谈、参与观察并结合二手
资料，了解“三块地”改革的执行过程和结果。

二、相机执行———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的一个分析框架

（一）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
面对上级下达的形形色色的政策，基层政府有五花八门的执行策略，而利

益契合和执行压力是影响基层政府执行策略选择的两个重要因素。
１ ． 利益契合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下级不是机械执行上级命令

的“组织人”，而是追求自身利益的行动者。面对上级下达的形形色色、种类繁
多的各种政策，基层政府会根据政策与自身利益的契合度差异而做出相应的策
略性反应，“有利就执行、不利就变形”几乎成为基层政府应对上级政策的一种
常态。学者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陶郁等人（２０１６）研究发现，基层政
府会主动重视那些与自身利益直接相关的工作。曹龙虎等人（２０１７）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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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政府的政策目标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利益契合程度，是影响政府创新扩散的
一个重要因素：当政府创新项目与地方利益契合度较高的时候，政府创新项目
更容易得到推动和扩散；而当政府创新项目与地方利益契合度不高时，政府创
新扩散很可能陷入虚与委蛇的境地。

因此，利益契合度是影响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策略选择的第一个关键因素。
利益契合度是指政策目标和基层政府利益的一致程度。利益契合程度越高，基
层政府积极执行上级政策的动机就越强，通常会遵从上级指令积极执行上级政
策，有时甚至会过度执行，甚至在上级发出明确政策指令之前，先行一步进行
地方性的政策试验和政策创新，扮演起“政策企业家” （朱亚鹏、肖棣文，
２０１４）的角色；反之，基层政府则缺乏执行动机，转而可能采取某种变通的方
式消极应对上级的政策，常见的方式有变通、敷衍，与上级“申诉” “谈判”
和“讨价还价”，甚至是公开抵制。

利益契合度综合考虑了基层政府利益独立论和政策特性论这两种视角的核
心要素。首先，利益契合度强调基层政府利益的相对独立化。改革开放以来，
纵向的分权导致基层政府逐渐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利益独立化后的基层
政府不仅是上级政府的代理人，更是谋求自身利益的行动者，他们会基于上级
政策与自身利益契合度的不同而相应地做出不同的策略性反应。其次，利益契
合度随政策和地方政府的变化而变化。对于同一个地方政府，不同的政策与地
方政府的利益契合度不同；即使是同一个政策，对于不同地区、不同层级的地
方政府来说，利益契合度也有差异。因此，政策执行情况不仅随着政策的变化
而变化，还随着地区和政府层级的变化而变化。
２ ． 执行压力
不同于西方松散的联邦体制，中国的政权体系是高度科层化和组织化的，

上下级政府之间具有很强的“命令—服从”关系。而且，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
往往是分离的，上级负责制定，下级负责执行。中国的政府体制是一个“压力
型体制”，其核心机制是“政治化机制”，即把某项任务确定为“政治任务”，
要求下级政府全力完成。在任务完成上采取“一把手”负责制，在奖惩上采取
“一票否决”制（杨雪冬，２０１２）。通过层级化的方式推行政策，运用财政激
励、晋升锦标赛、项目制、行政发包制、运动式治理等多种手段，推行顶层设
计、实现政策意图。

因此，来自上级政府的执行压力是影响基层政府策略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因
素。执行压力越大，基层政府就越有可能积极执行上级政策；反之，基层政府
可能会消极应对。学者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执行压力的重要性。陈家建、张琼
文（２０１５）研究发现，政策执行压力的变化导致了执行不足和执行过度交替出

７０１

相机执行：一个基于情境理性的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分析框架◆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１年第６期

现的“波动式执行”。刘骥、熊彩（２０１５）的研究同样表明，纵向执行压力的
变化，导致一项政策从日常工作变成政治任务，进而引发条块关系工作模式的
转换，最终导致密集的政策变通。

关于执行压力，笔者认为有两个需要注意的问题。第一，在一个高度分化
的科层组织中，作为政策执行者的基层政府可能受到多重自上而下的压力的影
响。如果纵向压力的行动指向不一致，则这些压力会彼此相互消解，进而弱化
基层政府的政策执行。第二，除了自上而下的纵向压力外，基层政府在政策执
行过程中，同样受到自下而上的社会压力的影响和制约。辖区民众的权利意识
和组织化程度是影响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的一个重要因素。基层政府会策略性地
运用自下而上的社会压力与上级政府讨价还价，以达成对自己有利的执行结果。
３ ． 自由裁量权
影响政策执行的第三个因素是基层政府的自由裁量权。在政策制定和执行

过程中，压力型体制下的基层政府依然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首先，这与政
府科层组织的特征有关。从静态结构看，中国的政府组织是“高度组织、低度
整合”的“碎片化的权威主义”（Ｌｉｅｂｅｒｔｈａｌ，１９９２）， “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
（曹正汉，２０１１），地方政府成为拥有较高自主性的“国中之国”（Ｂａｕｍ ＆
Ｓｈｅｖｃｈｅｎｋｏ，１９９９）。从动态运作看，在“行政发包制”下，上级注重结果的考
核，忽视过程监督，只关心是否完成了指标任务，而不管过程是否合乎程序和
规则，这为基层政府策略性执行上级下达的政策提供了行动空间。

其次，还与转型期的政策过程有关。转型期中国的政策过程表现出新的特
征：政策制定环节被删简，政策执行作为决策的补充而表现为权衡与协商的过
程。“决策删简—执行协商”是一种灵活的运作模式，依赖决策删简机制，能够
有效化解决策中面临的社会压力与多元利益，提升政府公共决策和应对外界压
力的能力；依赖执行协商机制，政策在执行中逐步细化，利益冲突被内化解决，
从而在整体上保障改革的推进和政府治理的系统稳定（薛澜、赵静，２０１７）。在
“决策删减—执行协商”的政策运作模式下，基层政府在执行过程中拥有较强的
与上级讨价还价的能力。

（二）相机执行：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的分析框架
利益契合度和执行压力是影响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策略选择的两个重要因素，

它们的不同组合形成了不同的政策执行情境。而在执行过程中，基层政府同时
扮演着代理人和自利者的双重角色。作为代理人，需要贯彻上级指令、执行上
级的政策、实现上级的意志；作为自利者，要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两种角
色驱使着基层政府在不同的政策执行情境下，权变地、策略性地运用手中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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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裁量权相机执行上级下达的各种政策。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提出“相机执行”这一概念，作为基层政府政策执行

的分析框架。在该框架中，利益契合度和执行压力是影响基层政府策略选择的
两个重要因素，他们的不同组合构成了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的四种情境。在不同
的情境下，基层政府会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见表１）：（１）政策遵从。在利益
契合度和执行压力都很高的情境下，基层政府会采取政策遵从策略，即积极地
全面落实上级指令和政策，有时甚至会加码执行、过度执行。这在政策执行中
是一种接近“完美行政”的理想状态，在现实中不太常见。（２）政策变通。在
利益契合度低而执行压力高的情境下，基层政府会采取政策变通策略，即为维
护自身利益，在政策转译和政策实践中，对上级的政策目标、政策手段和实施
范围做出适应性调整。从表面上看，实施细则的基本原则与原政策大体一致；
但从具体内容看，具体目标和执行工具却与原政策不尽相同，甚至存在背道而
驰的情况。人们通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政策变通的反映。（３）
政策试验。在利益契合度高而执行压力低的情境下，基层政府会采取政策试验
策略，即在利益驱使下进行自发的政策试验和政策创新，扮演起“政策企业家”
的角色。（４）政策敷衍。在利益契合度和执行压力都低的情境下，基层政府通
常会采取政策敷衍策略，即倾向于做“表面文章”，如转发上级文件、召开座谈
会、组织政策学习、宣传政策精神等仪式性的活动，或只是象征性地制定地方
政策文本，而不采取多少实质性的行动。即使付诸行动，其力度也会大大降低，
表现出“执行不力”。

表１　 相机执行：政策情境与基层政府的执行策略
利益契合度

低 高
执行压力 低 政策敷衍 政策试验

高 政策变通 政策遵从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下文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三部分简要介绍“三块地”试点改革的背景；第
四部分对“三块地”试点改革在两个区县的执行过程和执行结果进行深描的基
础上，指出基层政府在农村土地改革中表现出来的相机执行特征；第五部分着
重分析在执行压力大而利益契合度低的政策情境下，基层政府为维护自身利益
而采取政策变通的应对策略，并在获得上级的认可和接受后，重构政策执行情
境的社会过程及组织基础；最后部分是结论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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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例背景：“三块地”改革的顶层发起与层级化推动

（一）“三块地”改革的顶层发起
２０１３年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２０１４年底，中央深改组讨论出台意见，并由中办、国办于２０１５年１月印发《关
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
（中办发〔２０１４〕７１号）。２０１５年２月，全国人大在试点区县解禁与“三块地”
改革相关的六条法律条文。２０１５年３月，国土部制定了《农村土地征收、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实施细则》（国土资发〔２０１５〕３５
号）。随后，３３个试点区县提交的实施方案得到国土部的批复，“三块地”改革
进入实施阶段。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８年年底，改革两次延期，到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结束。

“三块地”改革大致包括三个阶段：（１）从２０１５年８月到２０１６年８月为单
项试点阶段，每个试点地区只承担一项改革任务，其中河北定州等３个区县试
点土地征收，北京大兴等１５个区县试点农地入市，云南大理等１５个区县试点
宅基地制度改革（下文简称“宅改”）。（２）从２０１６年９月到２０１７年１１月为
统筹推进阶段，除宅改维持在原定的１５个区县外，土地征收和农地入市扩展到
３３个试点区县。（３）从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到２０１９年１２月为全面试点阶段，宅改扩
展到３３个试点区县，“三块地”改革全面打通。

（二）“三块地”改革的层级化推动
“三块地”改革通过压力型体制以层级化方式推动。首先，在试点改革的性

质上，把“三块地”改革定位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并建立部、省和县三级
分层负责的层级化责任分工体系，以落实改革责任。其次，在组织制度上，部、
省、县三级均成立高规格的领导小组，试点区县把试点作为“一把手工程”，同
时建立“清单制＋责任制”、任务台账、联络员会议制度、“周调度、月通报”
制度，制定专项工作绩效考核办法等，以推进“三块地”试点改革的工作。最
后，加强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国土部选派土地督察分局的业务骨干到各试点
区县挂职，范围覆盖了全部３３个试点单位，承担业务指导、监督、上传下达的
功能。

（三）“三块地”改革的地方响应
试点区县对“三块地”改革做出了积极响应。首先，成立高规格的领导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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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统筹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Ｄ县成立了以县委、县政府的主要
领导为组长的试点工作领导小组；Ｊ区成立了由区委书记担任组长的区领导小
组。其次，组建专门的机构，具体负责实施农村土地改革。Ｄ县抽调国土、财
政、农业、规划、发改等重点部门和有关乡镇的１４名业务骨干集中办公。Ｊ区
成立了区发改委、农委、规土等１３个部门和镇街代表一起组成的农地入市工作
协调小组。最后，建章立制，规范农地入市。Ｄ县形成了“一办法、两意见、
五规定、十范本”的入市政策体系，Ｊ区形成了“１ ＋ ５”配套的政策文件。

四、案例呈现：“三块地”试点改革中基层政府的相机执行

（一）“三块地”改革的实施过程
１ ． 农地入市
Ｄ县和Ｊ区都是首批入选的１５个农地入市试点区县之一。两地的主要做法

如下：（１）入市主体。农地入市的主体是农地的所有者，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具体包括镇、村、组三个不同层级。Ｄ县的入市主体包括镇、村、组三级，而Ｊ
区的入市主体为镇级集体经济组织。（２）入市范围。农地是指在农村存量集体
建设用地中，规划确定为工矿、商服用途的土地。在实践中，Ｄ县将入市范围
确定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外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而Ｊ区则将入市范围定在集建区内。（３）入市程序。在Ｄ县，入市农地与国有
建设用地被统一纳入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而Ｊ区的入市农地在Ｓ市土地交
易平台交易。（４）入市用途。在入市农地的用途上，两地均排除了住宅用地。
Ｄ县把农地入市和产业规划结合起来，东部平原、中部丘陵和西部山区的入市
农地分别用于发展工业、商贸和乡村旅游，而Ｊ区入市地块均为商办用地。
（５）收益分配。首先，在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的征收上，Ｄ县根据区位和用途
的不同，按成交价的１６％ ～ ４８％的比例征收。而Ｊ区对商业和工业用地分别征
收成交价的５０％和２０％。其次，在集体内部的分配上，Ｄ县规定镇级入市收益
用于辖区基建、民生支出；村级入市收益不直接分配，通过股权增厚，年底分
红；组级入市收益由村提留１０％后，直接分配。Ｊ区则规定入市收益注入镇集
体资产，通过股权增厚追加到全镇居民的股权份额，年底分红。
２ ． 土地征收
（１）缩小征地范围。在政策文本上，两地均明确在城市开发边界内，集体

土地继续实行征收；城市开发边界外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区分公益性和非
公益性两种不同用途，分别实施征收和入市。（２）规范征地程序。Ｄ县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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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估、二协商、三公告、四协议”的征地流程，建立健全了土地征收的社会
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和土地征收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强化了土地征收信息公开，
保障了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Ｊ区批前增加了“一评估”“一调查”两项内容，
探索了“两轮征询”和征地补偿预存款两项制度，建立了争议协调处理和土地
征收信息公开两项制度。（３）提高补偿标准。Ｄ县综合考虑土地用途、经济发
展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农用地收益等情况，制定了征收集体土地、房屋
拆迁市场化的补偿安置办法，保障和改善了农民的居住条件。Ｊ区２０１３年和
２０１７年两次出台文件，提高补偿标准。与２０１３年实施的征地补偿标准相比，
２０１７年征收土地补偿费涨幅达４２％，粮棉地的青苗补偿标准涨幅约２２ ２％，财
物补偿标准涨幅约２３％。 （４）完善多元保障。Ｄ县将被征地农民全部纳入养
老、医疗等职工和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全面推行土地征收留用地安置机制。
Ｊ区以社保安置为基础，建立了“１ ＋ Ｎ”的多元保障机制：Ｊ区将被征地农民全
部纳入城镇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实现被征地人员“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在
此基础上，Ｊ区还探索“社保＋持股”“社保＋留房”“社保＋农业”和“社保
＋就业”等安置模式。
３ ． 宅改
Ｄ县在２０１７年初召开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现场会后，立即开始宅改的

探索。（１）清理“一户多宅”。通过自愿调剂、有偿收回、坚决拆除等途径，
将“一户多宅”用于保障无房户、危房户，用于集体发展民宿经济。（２）保障
“户户有宅”。利用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和新农村建设平台，采用换商品房、换经
济适用房、换货币等多种途径，保障农户的居住权，引导农民建房向中心村、
集镇、中心镇集聚，促进农村建房合理布局和节约集约用地。（３）管好“宅宅
法定”。下放审批权限，落实批后监管，强化确权登记发证。（４）创新“显化
物权”。探索宅基地有偿使用、有偿退出机制，落实农房的抵押权能，鼓励农户
把自有的宅地农房以出租、合作开发的方式参与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

Ｊ区进入宅地改革试点的时间晚，但实践早已开始。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
农民集中进镇居住模式，即结合村庄土地整治，推进农民集中进入镇商品房安
置的“宅改”模式。位于Ｊ区西部的Ｋ镇是其中的典型。２０１３年，Ｋ镇对下辖
的５个行政村进行迁村进镇的改造工作，拆旧区腾出１７８９ ９亩土地整理复垦为
耕地，建新区腾出６０６亩土地用于建设安置小区。目前，全镇２ ／ ３的农民已在
安置小区集中居住。农民按原旧宅面积１１ ２的比例置换新房，每户拥有两三
套公寓。二是归并平衡统筹兼顾模式。对于住房困难的农户，探索村内集中居
住、存量宅基地翻建、平衡归并和危房加固修缮等多种方式，在解决村庄人口
的住房困难问题的同时，通过节约集约用地，腾挪出建设用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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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块地”改革的实施结果

１ ． Ｄ县的实施结果
首先，在农地入市方面，截至２０１７年底，Ｄ县共入市１５１宗，面积１０３５

亩，成交金额２ ２１亿元。其次，在土地征收方面，自２０１６年９月实施“三块
地”统筹改革以来，截至２０１７年底，Ｄ县已按新政策实施了３４批次、共７０２０
亩的土地征收，征收面积同口径比上年同期减少１２％左右。最后，在宅改方面，
截至２０１７年底，全县已经累计清理“一户多宅”５５４９户，有偿退出１８６５户，
面积２０５１亩。
２ ． Ｊ区的实施结果
首先，在农地入市上，三年共完成两幅地块入市，面积共约４６亩，成交总

价２ ３９亿元。其次，在土地征收上，Ｊ区主要以总结过往征地、拆迁经验为主。
最后，在宅改方面，Ｊ区早在“三块地”改革发起前已经开展以“减量化”为
主要特征的宅改。２０１０年以来，通过宅改获得了５５５０亩建设用地指标。

（三）相机执行：“三块地”试点改革中的基层政府行为

１ ． 土地征收：政策敷衍
两个案例对征地制度改革的态度都比较消极，均在肯定过往土地征收制度

经验和成就的基础上，尽量维持原有的征地范围基本不变。究其原因，主要在
于以“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提高补偿标准”和“完善多元保障”
为目标导向的征地制度改革直接触动了基层政府的土地财政收益，故而采取消
极的政策敷衍策略。

一位国土部副部长在征地制度改革试点座谈会上指出：
与改革的目标要求相比，征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差距主要存在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有的试点进展相对较慢，特别是有些
新增试点地区的配套制度设计不够完善，试点内容不够丰富，实践成效不
够明显。二是有的难点问题还未取得突破，在改革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和症
结，如在拓宽安置途径方面的问题，地方办法还不够多，力度还不够大，创
新突破尚显不足。三是对试点工作的指导也显得不够。（部２０１７０９０５Ｃａｏ：５）
在谈到为什么各地对土地征收制度改革积极性不高时，在国土部调控和监

测司的调研报告中有如下表述：
地方反映，缩小征收范围可能会减少建设用地的供应，造成政府土地出

让收益的减少。同时，企业使用集体土地的意愿往往不高，从而影响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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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引进项目。如果再大幅度提高征地补偿标准，意味着增加企业用地成本，
这无疑是“雪上加霜”，因此对土地征收制度改革的积极性普遍不高。
（Ｓ督察局２０１６１２０１Ｄ：７）
２ ． 宅改：从政策试验到政策遵从
两个案例对宅改都比较积极。２０１７年年底两区县才纳入宅改范围，Ｄ县宅

改实践在２０１７年年初就开始了，而Ｊ区则早在１９９３年就已经启动。主要原因在
于宅改与地方利益契合度高，有助于地方政府通过整治“一户多宅”和“有偿
退出”等方式，减少农村宅基地面积，把它复垦为耕地后，再通过增减挂钩政
策，把建设用地指标漂移到城市，从而有助于地方政府获取建设用地指标。从
这个角度说，宅改有助于强化基层政府的土地财政，故而得到地方的积极响应。

一位国土部副部长在谈到宅改时表示：
发展需要用地。一个耕地、一个建设用地：耕地保护任务多了，建设用

地就少了。发展用地从哪来？就得节约集约，把地节约集约出来，才能保
障发展……节约出来的土地，今后不管用什么方式还是要进入建设用地市
场，保障经济的发展……土地是支持地方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的最重要
的要素。（部２０１７０２１７Ｚｈａｎｇ：１１）
３ ． 农地入市的分化：政策敷衍ＶＳ政策变通
两地在农地入市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异，Ｄ县相对比较积极，而Ｊ区则比较敷

衍。首先，Ｄ县农地入市的实施，是以不从根本上动摇土地财政为前提的。在Ｄ
县的一份工作总结中，对征收和入市的关系做了如下描述：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和国有土地两者在地域范围、市场对象上有所差
异，集体土地入市并未造成对国有土地市场的冲击，反而激活了一部分用
地供给，使原本闲置低效的农村建设用地得到有效利用。因此，我们理解，
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应是一个“合理竞争，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
市场。（Ｄ县２０１７０４：８１）
另外，Ｄ县政府的一个主要动机在于盘活辖区内“沉睡”的农村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推动产业的空间集聚和转型升级。一位土地督察局干部在谈到Ｄ
县的农地入市时表示：

Ｄ县搞得好，为什么？因为……有市场需求，同时借助试点解决问题。
Ｄ县早期的农村工业化，是通过“一村一品”发展起来的，所以小微企业
很多……有产业基础，有用地需求。Ｄ县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有历史遗留问
题，历史上的部分用地，如加工厂、码头等，很多地是违法的，借用农地
入市合法化。所以借助试点改革，一来可以解决小微企业的用地问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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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把历史上的违法用地合法化，借此解决当地的实际问题。（Ｓ督察局访谈
２０１７１２２７：２）
Ｊ区对农地入市的态度并不积极，采取亦步亦趋的敷衍策略，根源在于农地

入市与基层政府的利益契合度较低。一位规土局干部谈到Ｊ区的农地入市改革
时，表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主要是为完成政治任务，不做不行，
其实不想做……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共入市２块地，都是国企拿地，只做了两个案例
当作‘盆景’” （Ｊ区访谈２０１７１２２７：１）。在年度总结报告中，Ｊ区承认在农地
入市上“审慎稳妥有余，大胆探索不足”（Ｊ区２０１６１２３１：６）。究其原因，缘于
农地入市与当地“建设用地减量化”的政策相抵触。因为根据《Ｓ市城市总体
规划（２０１７—２０３５》，Ｊ区２０３５年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须控制在２８６ ２平方公
里以内，城市开发边界范围内建设用地总规模须控制在２３２ ７平方公里以内。
而Ｊ区的现实情况是，２０１７年全区建设用地总量已经达到２９１ ８平方公里，超
过２０３５年规划控制规模５ ６平方公里。也就是说，Ｊ区要将建设用地总规模逐
步减量到规划控制指标以内。而建设用地减量化的根本方法，就是对原有的粗
放、低效利用的土地进行集中整治，实现集约、高效利用。“所以对入市‘审
慎、稳妥’，（因为）怕农地入市影响‘建设用地减量化’政策的实施。”（Ｊ区
访谈２０１７１２２７：１）

在控制建设用地总规模的前提下，我区正通过低效用地减量化、宅基地
归并、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工作为城市发展腾挪空间和新增建设用地
指标，“集建区”外的存量建设用地，包括存量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大都
纳入减量化范围内。（Ｊ区２０１７１０１１：３ － ４）
表２反映了“三块地”改革中基层政府的相机执行情况。

表２　 “三块地”改革中基层政府的相机执行
利益契合度

低 高

执行压力
低 政策敷衍

（征地改革、Ｊ区入市）
政策试验

（２０１７年前“宅改”）

高 政策变通
（Ｄ县入市）

政策遵从
（２０１８年后“宅改”）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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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策变形的社会过程及组织基础

在相机执行的框架下，本文着重剖析那些利益契合度低而执行压力大的政
策，即土地征收和农地入市政策，是如何在基层政府政策变通和政策敷衍过程
中出现偏差走样的社会过程和组织制度基础。

（一）政策变形的社会过程

１ ． 土地改革的顶层设计
地方政府经营土地，在推动了工业化、城市化并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

也因为大规模低价征地可能危及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在此背景下推行的“三
块地”改革，主要有三个目标：一是通过缩小征地范围、提高补偿标准、完善
多元保障以缓和社会矛盾；二是推行农地入市，确保土地供应以推动地区经济
增长；三是强化耕地保护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一位国土部副部长在谈到为什
么要缩小征地范围时表示：

为什么要缩小征地范围？我理解中央主要是有两个理由：第一，征地越
多，耕地越少，进而影响国家粮食安全；第二，征地成本越来越高，农民
利益诉求越来越大，征地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变成社会矛盾。在国土部受
理的信访、复议案件中，８０％ ～ ９０％都是征地引发的，正因为这样，中央
要求缩小征地范围。（部２０１７０２１７Ｚｈａｎｇ：１１）
由此可见，土地征收和农地入市之间有很强的替代性。中央发起“三块地”

改革的基本出发点是想通过缩小征地范围、推出农地入市，以达到缓和社会矛
盾、保证经济增长的目标。因而，“三块地”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统筹征收与
入市的范围，如何平衡不同主体间的收益。
２ ． 征地与入市的范围如何统筹？
Ｄ县分三步确定征收和入市的范围。首先，Ｄ县提出三套备选方案：（１）基

于公共利益的征地方案。将国防、外交、能源公共利益用地纳入征地目录，其
他用地则入市。（２）基于土地规划圈的征地方案。除征地目录外，将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范围内的集体土地也纳入征收范围，其他用地由集体
入市。（３）基于建设规划圈的征地方案。除征地目录外，同时明确城镇建设用
地开发边界内的集体土地也纳入征收，其他用地由集体入市。其次，利用“十
二五”期间实际征地数据进行模拟估算，分析三个方案对征地面积和政府收益
的影响（见表３）。最后，确定选择方案二。根据该方案，在城镇建设用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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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征地可以满足“十三五”期间城镇化、工业化的土地需求；在城镇建设用
地范围外，农地入市可以支撑未来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

表３　 Ｄ县统筹征收与入市范围的方案设计及影响

主要特征 征地面积
减少比例（％）

国家收益
减少比例（％）

方案１ 国防、外交等公益用地纳入征地目录；
其他入市 ７８ ０５ ４１ ５

方案２ 除征地目录外，土地利用规划圈内的
土地纳入征收范围；其他入市 １３ ６１ ６ ８

方案３ 除征地目录外，城镇建设规划圈内的
土地纳入征收范围；其他入市 １１ ３２ ６ ４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在如何统筹征收和入市的范围上，Ｊ区的地方文本和具体实践脱节。在地方
文本中，“Ｊ区把集体土地分为城市规划区内和城市规划区外两块。区内的集体
土地，主要是走征地，区外的走入市”（Ｊ区访谈２０１７１２２７：１）。但在具体操作
中，入市的两个地块均位于集建区内的镇属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这种做法主
要服从于当地农村建设用地减量化的政策。
３ ． 征地和入市的收益如何平衡？
收益分配问题被视为农村土地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改革的目标是土地征

收和入市，土地增值收益在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分配比例大致平衡。而具体如何
实现平衡，是征收向入市看齐，还是入市向征收看齐，需要各试点区县在试点
过程中摸索。

两个试点区县均选择了后者，即入市向征收看齐。主要有两种做法：一是
提高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二是征收入市增值收益调节金（见表４）。

表４　 Ｄ县、Ｊ区平衡土地征收和入市收益的主要做法
提高征地补偿标准 征收入市增值收益调节金

Ｄ县 提出“综合补偿标准”概念，综合
补偿水平提高了８９％

城内、集内、镇外，商服用地按４８％、
４０％、３２％的比例征收，工业用地按
２４％、２０％、１６％的比例征收

Ｊ区 征收补偿提高４２％，完善１ ＋ Ｎ多元
安置办法

以成交总价为基数，商服用地征收
５０％，工业用地征收２０％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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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Ｄ县，一方面，提出土地征收综合补偿的概念，将征地三项费用、被征
地农民保障、留地安置等纳入其中，从而扩大征收补偿的统计范围。据此，综
合补偿水平从原先的１２ ７８万元／亩提高到了２４ ２７万元／亩，增幅达８９％。另
一方面，通过征收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降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入市收益。
为实现“农民和农民集体在入市与征收中所获收益大体平衡”的目标，在合理
提高土地征收综合补偿的基础上，采用入市“盯住”征收的办法。在测算入市
和征收收益平衡点的基础上，对入市增值收益，平衡点内按固定比例征收，平
衡点外按四级超率累进比例征收。

Ｊ区对入市的商服用地，按成交总价的５０％征收增值收益调节金。主要原因
如下：（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地块涉及的土地开发成本和取得成本构成复杂，
难以准确核定净收益，在此基础上征收调节金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
（２）以Ｊ区首幅出让的地块为例，入市地块出让收入为５５０２万元，计提土地增
值收益调节金５０％，扣除成本后农民集体经济组织获得收益约１２００万元，已明
显高于按国有土地出让方式获得的收益。
４ ． 顶层设计的再调整
“三块地”改革遵循“决策删减—执行协商”的政策运作模式。在政策出台

之初，只是确定大致的原则和方向，需要通过地方转译和实践探索，逐步实现
目标的清晰化和手段的具体化。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地方试点后，国土部认可了
试点区县的实践和做法，并对试点改革的目标和手段做出适应性调整。

首先，在如何缩小征地范围上，从强调公共利益的内涵界定，转到是否符
合公共利益的程序认定上。

在征地制度改革试点初期，想让试点地区结合本地实际来界定公共利
益、制定土地征收目录。现在看来，由于试点县（市、区）在征地类型、
数量等方面存在局限性，由此一来，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一时难以做到。
为此……试点地区不必在界定公共利益内涵上花费太多精力……把重点放
在具体用地项目是否属于公共利益的认定程序上。（部２０１７０９０５Ｃａｏ：５）
其次，在如何实现收益平衡上，明确入市向征收看齐。

一是要明确界定土地征收转用增值收益的内涵，合理测算土地增值收益
在国家和集体、个人之间的分配比例；二是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取
得的土地增值收益比较，通过收取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让农民的入市所
得与土地征收所得大体相当，相对平衡。（部２０１７０９０５Ｃａｏ：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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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变形的组织情境
１ ． 政府组织的层级分化
中央与地方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容

易导致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中国的政府自上而下包括“中央—省—市—县
—乡镇”五级，而“三块地”改革主要涉及“中央（国土部）—省市—区县”
三个层级。如此长的代理链条很容易导致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变形走样。

关于农地入市，不同层级的政府组织之间存在利益分化，Ｊ区年度报告中有
这样的表述：

分层级看，不同层级有不同的考虑。 （１）市级层面，在“五量调控”
背景下，开展集建区外建设用地减量化，存量集体经营性的建设用地大都
纳入了减量化范围，集建区内的建设用地也从便于规划实施和城市发展的
角度，通过征收方式解决。 “入市”改革没空间， “征收”改革没动力。
（２）区级层面，规划的空间和实施管控更多的权力都在市里，“入市”地块
的选择困难。集体经济组织“入市”的收益明显高于按国有土地出让方式
获得的收益，长期来看，将对土地征收产生冲击，不可持续。（３）试点街
镇层面，通过“入市”方式，镇级财政获得的收益与国有土地出让获得的
收益相差不大，但要额外增加很多工作量。（４）集体经济组织层面，在调
研中，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认为，“入市”获得的收益很直接，“摸得着、
看得见”，“获得感”很明显。如果在“入市”和“征收”之间可以选，集
体经济组织肯定选“入市”。（Ｊ区２０１６１２３１：７ － ８）
从上面这段话可以发现，地方政府不是铁板一块，农地入市对不同层级的

地方政府而言，利益契合度不尽相同，总的趋势是越往基层，利益契合度越高。
以入市取代征收，对于集体经济组织而言收益明显增加，但对乡镇政府来说会
增加成本，对于区县级政府来说则会影响其土地出让收益，并直接与省市级政
府的土地发展规划相抵触。在土地规划权和审批权由省（市）级政府掌控，土
地经营权和收益权主要归区县级政府所有的情况下，两级政府基于共同的利益
达成共谋，对具体负责“三块地”试点改革的区县级国土部门施加影响。
２ ． 政府组织的条块分化
事实上，Ｊ区规土局处在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之中，扮演双重代理人的角

色，需要面对来自两个上级，即国土部和Ｊ区政府的双重压力。作为国土部的下
属单位，需要承担国土部农地入市改革试点的任务；而作为地方政府的下属部
门，承担着市、区两级政府“建设用地减量化”的任务。而在农地入市问题上，
两个委托人对其有不同的行为期望，致使Ｊ区规土局处于角色冲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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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城市规划，到２０３５年，Ｓ市的建设用地总面积为３２００平方公里，
目前已经用了３１５０平方公里。因此，从２０１７到２０３５年近２０年的时间，
Ｓ市只有５０平方公里的新增指标。所以，Ｓ市现在在搞“建设用地减量
化”。城市外围低效的工业用地１９８平方公里，还有分散、零散的宅基地，
这些都要“减量化”。大部分是拆掉、集中居住，原址复垦形成建设用地指
标。（Ｓ督察局访谈２０１７１２２７Ｍ：１）
国土部推行的土地征收和农地入市改革，与地方政府正在实施的“建设用

地减量化”政策直接抵触。而在部门领导的政治晋升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意志
的情况下，服从地方政府的政策需求，象征性地执行国土部的农地入市改革就
成为Ｊ区规土局的理性选择。因此，来自市、区两级地方政府“建设用地减量
化”的压力，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来自国土部农地入市的执行压力。对于地方政
府对“三块地”试点改革的影响，国土部也有所察觉。但面对这种情况，国土
部能做的只有要求省国土资源厅向省级领导小组通过多请示、勤汇报以争取更
大的支持，其效果如何可想而知。
３ ． 社会利益的未组织化
首先，在征收和入市两种方式的选择上，农民缺乏选择权。基于经济理性，

在征收和入市两种方式之间，农民倾向于选择获益较大的那种。有受访者表示
“老百姓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利益最大化”（Ｊ区访谈２０１７０４１３：２）。“即使两种
方式农民获益相当，也更倾向于入市这种方式，因为征收后土地归国家所有，
而入市未改变土地的所有权，仍属于农民集体所有”（Ｊ区访谈２０１７０５０４：２）。
甚至有村民代表希望取消征收，全部入市。然而，有村民代表在访谈中表示，
在征收和入市之间，村民没有选择权，因为征收是强制性的。他们也缺乏选择
所需的必要信息，即不清楚两者收益的差别。

其次，在入市程序上，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也流于形式。Ｊ区土
地部门在农村土地改革调查时发现：

关于入市，程序上是正规的，有举手表决，有公告。但农民事实上……
看不懂，（让）举手都举了，当时投票的时候就稀里糊涂地参加了，稀里糊
涂地举手了。因此，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完全流于形式。（Ｊ区
访谈总结２０１７０５２２：１）
最后，在收益分配上，社员缺乏知情权和发言权。入市收益分配包括了在

国家和集体之间以及集体内部的分配两个方面。国家参与收益分配主要表现在
增值收益调节金的收取，在这个问题上，有社员表示不理解：

政府是否可以再稍微（向老百姓）倾斜一下。第一块（地卖了）５５０２
万，５０％给了集体，５０％收了调节金。老百姓１２００多万，这里并不包括镇

０２１

◆论文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１年第６期

保。实际老百姓拿到的１ ／ ４都不到……老百姓是想不通的。 （Ｊ区访谈
２０１７０４１３：２）
社会利益的未组织化导致难以形成一致的集体行动，村居居民（社员）成

为农村土地改革中沉默的大多数，难以形成对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的社会压力。
（入市）只能政府主导……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农民只关心自己的收

益分配；第二，长期以来都是政府说了算，农民尚未形成民主自觉的意识；
第三，农民自己能力有限；第四，民主参与流于形式。（Ｊ区访谈总结
２０１７０５２２：１）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情境理性的视角出发，基于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回顾，指出利益契合
度和执行压力是影响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策略选择的两个重要因素，它们的不同
组合形成四种不同的政策执行情境，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相机执行的政策执行分
析框架。通过对两个典型案例的比较研究发现，基层政府的政策执行表现出明
显的相机执行特征：基层政府的利益独立化是相机执行的微观基础；在“决策
删减—执行协商”的政策运作模式下，基层政府拥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从
“政策的顶层设计—地方的操作文本—具体政策实践”的每个环节，基层政府都
可能基于自身利益对政策做出适应性调整，从而导致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偏
差走样；而块强条弱的权力格局、块块（不同层级政府）间的纵向共谋以及社
会利益的未组织化是基层政府相机执行上级政策的组织基础。

转型期的政策执行表现出种种矛盾的现象：不同的政策，有的能得到很好
的执行，有的出现偏差走样；同一个政策，在有的地区能够得到较好的执行，
在另外的地区出现变形走样；甚至同一个政策在同一个地区，时而执行不足，
时而执行过度。相机执行为我们观察上述现象提供了一个一般性的分析框架。
首先，该框架建立在基层政府具有利益追求的假定之上。改革开放以来，基层
政府的利益独立化是学者达成的一个基本共识。其次，面对转型期层出不穷的
政策议题，“决策删减—执行协商”是较普遍的政策运作模式。在这种政策运作
模式下，政策一旦进入执行环节，作为“代理人”的基层政府就占据主导地位，
而利益契合程度以及执行压力，无疑是影响基层政府策略选择的两个关键因素。
最后，科层结构的分化和社会利益的未组织化是相机执行的组织基础，而科层
组织的结构性特征和社会利益的组织化水平在短期内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本文的局限和值得今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有：首先，实证部分来自对两个
区县的比较案例研究，“相机执行”这一分析框架的解释力还有待在更多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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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检验和修正。其次，从上下级政府的互动过程切入，研
究政策执行问题是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角度。已有学者从这个角度切入，对政
策执行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相机执行是一个从
作为政策执行主体的基层政府出发构建的“情境—策略”分析框架，由于研究
切入点的限制，再加上缺乏对高层政府官员实证调研的渠道，由此导致一手资
料的缺失，本文未能对上下级政府间全面、深入的动态互动过程进行深描，并
在此基础上提炼概念和命题，对已有的研究成果做出理论回应。最后，作为辖
区居民的“代言人”和“当家人”，基层政府的政策执行会承受目标群体自下
而上的社会压力。虽然当下社会利益的组织化程度较低，未能自下而上地对基
层政府的政策执行形成压力。但随着社会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和组织化程度的
提高，会重构基层政府的政策执行情境，进而影响其执行策略的选择，这是有
待今后进一步跟踪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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